
 

疫情不确定情景下量子型领导会提升
员工工作幸福感吗？

−个人组织匹配与情绪衰竭的作用

辛  杰 ， 屠云峰 ， 焦文浩
（山东大学 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新冠肺炎疫情扰乱了企业正常的工作秩序，很多员工的身心健康经受了前所未有的焦虑、

折磨与挑战，使其幸福感和工作投入度降低。员工工作幸福感是健康组织的重要标准，疫情情景下需要

诉诸能驾驭不确定性的新型领导行为来提升员工的工作幸福度。文章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和资源保存理

论，探讨了量子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量子型领导对个人组织匹配

和员工工作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员工越是处于高情绪衰竭时，个人组织匹配对员工工作幸福

感的影响越强。文章为企业在管理实践中从培育量子领导力、提升个人组织匹配度、消解员工情绪衰竭

方面提升员工工作幸福度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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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2020年年初，一场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

一时间关于经济危机即将到来的舆论铺天盖地而来（Depoux等，2020），不少员工由于信息不透

明、负面舆情过多等原因而对个人就业能力与机会、企业未来发展前景、整体宏观经济形势抱

有消极态度（Guan等，2020）。疫情爆发期间，不少企业改变工作决策，通过减少劳动力供应来

应对进入工作场所感染病毒增高的风险（Eichenbaum等，2020）。著名连锁餐饮企业西贝莜面村

被曝疫情期间关闭绝大多数线下门店，现金流只能维持三个月左右，超过两万名员工处于待业

状态；受全球各国旅行限制令的影响，全球已有逾50家航空公司停飞国际航线，宣布“暂停营

业”，数十万名员工被迫领取“无薪假”、被降薪甚至被裁员。调查表明，疫情期间，22.3%的企业

通过减员降薪的方式缓解现金流压力，15.8%的企业选择停工歇业来缓解现金流压力，二者对

就业与员工工作造成了直接冲击（朱武祥等，2020），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工资薪酬的相对

降低等因素对员工工作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李静和郭永玉，2007），广大基层员工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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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受了前所未有的焦虑、折磨与挑战（Hsing等，2020）。对此，如何在疫情不确定情景下排解处

于情绪衰竭员工的心理压力，提升员工工作幸福感，以保证企业在疫情期间能够正常运转，成

为领导者面临的巨大挑战。在疫情不确定性情景下，人们的心态是否稳定、健康、乐观，关系到

此次疫情期间人们能否更好更快地走出阴霾、拥抱生活、重振经济，因此更加受到重视。在组

织情境下，员工工作幸福感指的是员工对工作的满意度和工作相关的积极或消极影响（Page和

Vella-Brodrick，2009），是健康组织的一个标准（Wilson等，2004）。员工工作幸福感程度越高，其

工作、创新绩效也相应越高，也越不容易离职，因此，员工工作是否幸福会对组织的生存和发

展产生重要的影响（Zheng等，2015）。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员工遭受了巨大的冲击，组织中的抑

郁、焦虑等消极情绪使得员工工作投入、生产效率下降，从而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Danna

和Griffin，1999）。因此，在疫情不确定性情景下，探讨如何提升员工工作幸福感，对助力企业渡

过难关并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也关系到复工复产的效率与

效果。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这次影响全球的黑天鹅事件，具有强危害性、不确定性、广泛传播性和

长期存在性等特点，是VUCA时代的表征性事件之一。随着VUCA时代特征的不断显现，注重应

对不确定性、重建秩序、灵活变通、和合共赢的量子思维愈发受到管理者的关注，相应地，基于

量子思维而生的量子型领导也愈发显示出其巨大的生命力与存在的合理性。作为一种新的领

导风格，量子型领导展现出来自组织的、持续创新的、复杂多变的领导风格（Şenses和Temoçin，

2016），其卓越的开悟、觉知能力有助于激发员工的创新行为和创造能力（辛杰等，2020a）。量子

型领导具有推崇价值观、灵活决策、授权赋能、重视个体相互纠缠、合作互助等其他经典领导

风格所不具备的优点，在面对不确定的环境中，量子型领导做出了应对各种可能性的准备，对

未知世界表现出极强的接纳性和探索性，并擅长在混乱中找到摆脱困境的方法，采用合理措施

化解危机，重建秩序和环境（辛杰等，2020b）。在疫情不确定性的情景下，作为积极应对不确定

性的领导风格，量子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幸福感是否具有影响作用以及其内在机制是亟待研究

的课题。

与此同时，在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情景下，员工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最能发挥自己

才能和最能体现自身价值的企业，也愿意为与自身价值观一致的企业奉献自我和做出牺牲。研

究表明，个人组织匹配对员工的行为有显著的影响（O’Reilly III等，1991）。组织社会化实践是

影响个人组织匹配的前因变量，领导在其中扮演着“信息传递”“榜样”等重要角色。因此，个人

组织匹配在量子型领导与员工工作幸福感关系中可能具有中介作用，这有待实证检验。此外，

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使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破产、歇业或业绩大规

模下滑的困境，员工个人的收入保障、职业前景堪忧，普遍处于“紧张”“焦虑”“情绪衰竭”的状

态（Hsing等，2020）。情绪衰竭是指一个人在精神层面上的情感资源耗竭，认为自己已经无能为

力、无法再创造价值（Maslach和Jackson，1982），情绪衰竭促使人们在情感和认知上与工作保持

距离，是一种应对超负荷工作的方式（Maslach等，2001）。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员工的心

里承受压力较大，情绪衰竭感增强，从资源保存理论视角看，这也会影响员工对工作需求、工

作资源的感受，从而影响员工工作幸福感。

综上，本文从自我决定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出发，探讨疫情不确定性情境下量子型领导如

何提高员工工作幸福感，并实证研究个人组织匹配在量子型领导与员工工作幸福感关系中的

中介作用以及情绪衰竭的调节作用。由此，对疫情不确定性情境下从量子型领导的视角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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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员工工作幸福度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在此基础上为提升员工工作幸福感的量子型领导

实践提出有针对性的管理建议。

二、  理论和假设

（一）量子型领导

量子型领导由丹娜•左哈尔（2016）提出，她指出，量子时代正悄然到来，基于确定性、简单

线性的牛顿式认知方式表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人们的认知方式要向量子思维转变，强调不确

定性、模糊性、非线性。量子型领导作为一种全新的领导模式，与传统的牛顿经典力学思维不

同，重视的是不确定性、潜力与机会，强调复杂的、非线性的变化。在量子世界观中，领导活动

处在复杂的、多变的、参与的情景下，相应地，量子型领导也展示出自组织、创新、复杂、多变的

内在秩序（Şenses和 Temoçin，2016）。张瑞敏认为，量子管理时代已经到来。Ercetin（2000）列出了

量子型领导所应具有的其他特征：（1）量子型领导者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关系的建立；

（2）量子型领导应比其他任何人先看到不确定性，而且能够进行处理；（3）量子型领导可以承

担风险并放眼全球；（4）量子型领导能够使用技术；（5）必要时量子型领导应与其他人分享其

领导力。辛杰等（2020a）研究了中国文化情景下量子型领导行为的具体表现，将量子型领导划

分为七个维度−自觉觉他、连接交互、探索求新、和合共赢、利他包容、赋能无为、重建秩序。

（二）量子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影响

诸多黑天鹅事件如美国“9·11 事件”、2003年非典疫情等都严重影响了员工工作的正常秩

序和积极心态，从而降低了员工的工作幸福感。新冠肺炎疫情不确定事件的发生，同样使人们

更加注重员工工作幸福感的维持与保护。员工工作幸福感指的是员工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相关

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后者涉及工作的多个层面，其心理层面的幸福主要来源于对自我的接纳、

与他人的良好关系、自主性、掌控力、梦想和个人成长（Ryff，1989）。

量子型领导者不仅鼓励员工在专业技能上开放表达，也注重员工在自我方面的表达与发

展，更加关注员工在深层次价值体验与灵性开发和成长的培养。一方面，量子型领导提倡在本

质不确定与不可预知的管理假设下做出决策，重视多元视角、多种可能性的决策方案，强调员

工的参与性与合一性（辛杰等，2020a）。在量子型领导的视角中，人被视为量子组织中最活跃的

因素，领导重视最大程度地激发员工的活力及内在的善意与潜能（Zohar，1991）。另一方面，组

织中的人员被视为“通过协作和互动而增强的联系”世界中的能量，组织不仅重视员工的工作

技能，还重视他们的情感和价值观。因此，在突发事件到来时，善于思考不确定性的量子型领

导更能考虑员工的感受，并重视员工的价值体现，从而提升员工的工作幸福感。具体而言，量

子型领导具有较强的自我觉醒意识，勤于反省、敢于批判，主动引导组织成员提高心灵觉悟与

灵性开发，从而帮助员工实现个人成长；量子型领导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纠缠”，致力于领导和

员工之间高度合作关系的建立（Şenses 和  Temoçin，2016），重视团队合作氛围的培养以及员工

的工作感受与工作反馈（Ercetin，2000），并对员工给予充分的包容，从而使员工能够与领导、同

事建立积极的关系；量子型领导强调积极探索，对新生事物接纳能力强，鼓励员工创新，并遵

守自然法则、避免干预员工的具体操作，给予员工自主权，让员工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实现

（Fairholm，2004）；量子型领导善于在困境中保持清醒与乐观，并引导团队破解难题与危机，当

面临困境时，量子型领导相信自己能够正确感受情境、迅速采取合理的措施来化解危机，重建

新的秩序和环境（Zohar，1997），使员工能够有效应对环境变化。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量子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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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组织匹配的中介作用

1. 量子型领导与个人组织匹配

个人组织匹配是指个人和组织在价值观上的一致性和兼容性（Kristof，1996）。个人组织匹

配强调个人特征和组织特征的动态匹配性，包括互补性匹配 /补充性匹配、供给 -需求匹配 /要

求-能力匹配，其中价值观匹配是个人组织匹配的核心（王雁飞和朱瑜，2012）。个人组织匹配不

能看作现有的静态存在，而应看作个体与组织之间的选择和社会化的互动过程（Kim等，2005；

陈卫旗，2009）。安排良好、有序的组织社会化实践有助于员工对组织产生认同，从而提高个人

组织匹配的契合度。其中，领导作为组织价值观的突出代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员工和领

导成员积极互动并向他们学习时，员工感知的个人组织匹配的契合度将会有所提高（Cable和

Parsons，2001）。大量研究从人-组织匹配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解释领导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心

理影响机制，那些认为自己和组织具有一致性价值观的员工对组织更忠诚，对领导更满意，也

更不容易辞职（Lauver和Kristof-Brown，2001）。

基于量子型领导的行为特性，其对个人组织匹配有可能产生积极的作用。第一，量子型领

导不仅重视与员工之间建立积极的合作关系，而且重视和合共赢的团队氛围的建设（Şenses 和

Temoçin，2016），使得员工能够很好地与领导及其他员工进行互动（Ercetin，2000），进而促使员

工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心态进行组织社会化。第二，量子型领导强调赋予团队、员工以梦想和

意义，这些都会强化员工对组织价值观的认同。在量子型领导的管理下，下级将逐步感受到组

织的价值观与个人价值观的一致性，由此实现个人价值观与组织价值观的匹配，员工并将自己

视为组织“内部人”（Fairholm，2004）。第三，量子型领导在管理的过程中强调“赋能无为”，在为

员工提供实现目标、资源时却极少干预具体运作，并对员工的行为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从而

使员工在实现自我价值时，潜移默化地接受并认同组织的价值观（Youngblood，1997）。因此，本

文提出以下假设：

H2：量子型领导对个人组织匹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 个人组织匹配与员工工作幸福感

在新冠肺炎疫情不确定性影响下，个人组织匹配的影响被放大。从互动论的角度来看，个

人与组织的契合程度影响员工工作幸福感（Yang等，2008）。当个人对组织产生强烈的归属感

后，员工更倾向于把组织安排的任务和组织期望达成的目标“视若己出”。根据自我决定理论，

当员工自主选择采取某项活动，而不是被动完成某个外部目的时，员工更能够体验到工作的真

正 价 值 与 意 义 ， 进 而 增 强 员 工 的 成 就 感 ， 而 成 就 感 对 员 工 的 幸 福 感 具 有 积 极 的 促 进 作 用

（Deci等，2017）。相关研究表明，个人组织匹配度高的员工会有更高程度的组织承诺和员工满

意度，从而在提升员工工作绩效的同时，降低了员工的离职倾向，最终使员工的幸福感得到提

升（王忠和张琳，2010；Ruiz-Palomino等，2013）。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个人组织匹配对员工工作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 个人组织匹配的中介作用

个人组织匹配是员工感知个人价值观与组织价值观是否一致的客观存在（Kristof，1996；陈

卫旗，2009）。量子型领导体现出的“连接交互（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合作）”“利他包

容”“和合共赢”“赋能无为”等特征能够有效帮助员工融入组织，使员工认同组织的价值观和价

值体系，从而提升个人-组织的契合度。当企业陷入突发困境时，高个人组织匹配度的员工能够

更好地保持较好的心态，也更愿意与企业一起渡过难关。在疫情不确定性情境下，高个人组织匹

配度的员工更倾向于外部动机内部化，认为组织的任务和目标是自己的任务和目标，从而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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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组织的任务和目标的过程中体会成就感和幸福感（Deci等，2017）。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个人组织匹配在量子型领导与员工工作幸福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四）情绪衰竭的调节作用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员工普遍忍受社会连接性的缺失与不同程度的社会隔绝感，从

而出现不同程度的情绪衰竭现象。研究表明，社会连接性促进个人注重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正面

调节，维持生活状态平衡；而社会隔绝容易使人产生抑郁、焦虑、健康下滑的后果（Holt-Lunstad

等，2015）。对于回到工作岗位的员工来说，无论是在通勤中还是在工作中，都不可避免地需要

与人群进行接触。长期处于“自身安全无法保障”的担忧之中，会使员工过度消耗自身的心理、

情绪资源，即容易出现情绪衰竭状态。情绪衰竭指个体的情感资源被过度消耗，以至于处于被

用尽的状态。作为工作倦怠的核心，情绪衰竭相对于工作倦怠等其他维度而言，对重要的结果

变量有更为显著的影响（Lee和Ashforth，1996）。情绪衰竭的员工难以提供具有高贡献率的工作

绩效，如果他们继续工作，那么结果更多是消极的，工作完成度也较低（Schaufeli等，2009）。换

言之，情绪衰竭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显著负相关（Karatepe和Tekinkus，2006）。

基于资源保护理论，人们会努力获取、保留、保护和培育有价值的资源，并努力减少有价值

的资源损失的威胁。当个体的资源遭受损失时，及时补充或增加资源对个体而言十分重要，即

“雪中送炭”。换言之，越是资源已经很少的个体，资源的注入和增加对其缓解紧张和压力越重

要（Hobfoll等，2018）。当个人情绪资源衰竭时，为缓解情绪衰竭带来的压力，高情绪衰竭的员工

更希望能够得到组织和同事的支持，因此，高情绪衰竭的员工对工作需求、工作资源的感受更

加敏感。换言之，相对于低情绪衰竭的员工，高情绪衰竭的员工对从个人组织匹配中感受到的

工作幸福感更加敏感。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情绪衰竭调节个人组织匹配与员工工

作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即相对于低情绪衰竭的

员工，个人组织匹配对高情绪衰竭的员工工作

幸福感影响更大。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模型框架如图1所示。

三、  研究对象与量表

（一）样本选取

本研究通过问卷星软件在线调研的方式收集数据。在开展调研工作之前，首先要确认的是

研究样本的选取能够与研究问题实现良好的契合，且满足问卷调查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等

要求。2020年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来说是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不确定性事件，能较好地契

合本研究的管理情景。为了确保调查样本的代表性，本研究遵循随机抽样的原则于2020年中国

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和企业复工复产时期（2020年3月20日至2020年4月5日）对山东、江

苏、河南、云南、河北、四川六省份的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员工发放调查问卷，并进行研究数

据的收集。共回收615份调查问卷，剔除填写答案过于一致、有明显缺失值、反向问题检验不合

格等无效问卷，得到417份有效问卷。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二）研究量表

1. 量子型领导。采用辛杰等（2020b）开发的量子型领导测量问卷，共有7个维度，34个题项，

7个维度分别是自觉觉他、连接交互、探索求新、和合共赢、利他包容、赋能无为、重建秩序。该

量表的α系数为0.988。

量子型领导 个人组织匹配 工作幸福感

情绪衰竭

 
图 1    模型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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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人组织匹配。采用Resick等（2007）研究中采用的个人组织匹配量表，共有4个题项，如

“我觉得我认为这个组织的价值观和个性反映了我的价值观和个性”。该量表的α系数为0.949。

3. 员工工作幸福感。采用Zheng等（2015）研究开发的员工幸福感中员工工作幸福感维度测

量量表，共有5个题项，如“总体来说，我对我从事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该量表的α系数为0.938。

4. 情绪衰竭。采用Schaufeli等（1996）研究开发的职业倦怠调查中的情绪衰竭子量表，共有

6个题项，如“我的工作使我疲惫不堪”。该量表的α系数为0.938。

四、  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本文采用Hurman单因子检验法，根据Spss23.0
运行结果来看，未旋转时析出的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40.521%，未达到50%，因此，样本

并没有较为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描述性统计

表2列出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表 1    样本描述

性别
男 59%

年龄

25岁及以下 23%

女 41% 26–30岁 21.30%

学历

高中及以下 5.30% 31–35岁 25.90%

大专 22.30% 36–40岁 16.30%

本科 53% 41–45岁 6.50%

硕士及以上 19.40% 46岁及以上 7%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31.28%

所在企业受疫情的
影响程度

非常不受影响 1.20%

民营企业 45.37% 不受影响 9.10%

合资或外资 23.35% 比较不受影响 24.50%

职位

员工 50.80% 说不准 8.40%

基层管理者 21.80% 比较受影响 25.40%

中层管理者 21.10% 受影响 18.20%

高层管理者 6.20% 非常受影响 13.20%

表 2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　量 1 2 3 4 5 6 7 8 9
1.年龄 1

2.教育程度 0.02 1

3.工作时间 0.75** –0.04 1

4.职位 0.56** 0.16** 0.45** 1

5.企业受疫情影响程度 0.17** 0.12* 0.13** 0.25** 1

6.量子型领导 –0.07 –0.07 –0.10* 0.02 –0.08 1

7.个人组织匹配 0.05 –0.06 0.05 0.11* –0.09 0.63** 1

8.情绪衰竭 –0.07 –0.05 0.00 0.01 0.07 –0.33** –0.35** 1

9.员工工作幸福感 0.09 –0.01 0.04 0.14** –0.12* 0.63** 0.74** –0.41** 1
平均值M 2.83 3.86 2.37 1.83 4.55 5.32 5.39 5.21 3.31
标准差SD 1.47 0.80 1.34 0.97 1.61 1.23 1.09 1.27 1.38

　　注：n=417；**表示p<0.01，*表示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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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可以看出，量子型领导和员工工作幸福感的相关系数为0.63，量子型领导和个人组织

匹配的相关系数为0.63，个人组织匹配和员工工作幸福感的相关系数为0.74，上述相关系数均

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以上结果初步支持了假设1、假设2和假设3。

（三）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为验证本文所构建模型各个构念的区分效度，本文运用Mplus7.4对量子型领导、个人组织

匹配、情绪衰竭、员工工作幸福感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见，四因

子模型的各项指标均符合标准（χ2/Df=3.60，RMSEA=0.079，CFI=0.980，TLI=0.975，SRMR=0.017），

且明显优于其他类型的因子构建。
 

表 3    验证性因子分析

χ2 Df χ2/Df RMSEA CFI TLI SRMR

四因子模型 255.89 71 3.60 0.079 0.980 0.975 0.017

三因子模型1 999.19 71 14.07 0.173 0.902 0.880 0.081

三因子模型2 901.47 74 12.18 0.164 0.912 0.892 0.077

三因子模型3 858.47 74 11.60 0.159 0.917 0.898 0.067

两因子模型4 1 667.45 76 21.94 0.224 0.832 0.798 0.112
单因子模型5 2 153.34 77 27.97 0.254 0.780 0.740 0.012

　　注：n=417。1表示将量子型领导和个人组织匹配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2表示将个人组织匹配和情绪衰竭合并为一个潜
在因子，3表示将情绪衰竭和反生产行为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4表示将量子型领导、个人组织匹配和情绪衰竭合并为一个
潜在因子，5表示将所有变量合并为同一个潜在因子。
 

（四）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层级回归对假设进行进一步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回归结果表明，量子型领

导对个人组织匹配（M2，β=0.633，P<0.01）和员工工作幸福感（M4，β=0.628，P<0.01）的影响均在

0.01的 水 平 上 显 著 正 相 关 ， 由 此 假 设1和 假 设2通 过 验 证 。 个 人 组 织 匹 配 对 员 工 幸 福 感 （M5，

β=0.730，P<0.01）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假设3通过验证。为检验个人组织匹配的中介作用，本

文将控制变量、自变量（量子型领导）、中介变量（个人组织匹配）先后放入模型中，加入个人组

织匹配后，量子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回归系数从0.628下降至0.277，但回归系数仍显著，

个人组织匹配在量子型领导与员工工作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假设4通过验证。为

提高分析的准确性，本文采用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进一步检验，样本量选择5 000，95%的置

信区间CI为[0.237 4，0.398 1]，不包括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且中介效应为0.310 6。此外，在控制

了中介变量后，量子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影响仍显著（95%的置信区间CI为[0.174 0，0.314 9]）。

因此，个人组织匹配在量子型领导与员工工作幸福感中发挥部分中介的作用。

表 4    层级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个人组织匹配 员工工作幸福感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控制变量

年龄 −0.010 0.011 0.079 0.100 0.087 0.094 0.067 0.047

教育程度 −0.074 −0.021 −0.017 0.035 0.037 0.047 0.034 0.034

工作时间 −0.001 0.076 −0.073 0.004 −0.072 −0.039 −0.027 −0.015

职位 0.154* 0.071 0.173** 0.091 0.061 0.052 0.069 0.076*

企业受疫情影响程度 −0.118* −0.065 −0.166** −0.113** −0.080* −0.077* −0.073** −0.071*

自变量

量子型领导 0.633** 0.628** 0.277** 0.252** 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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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验情绪衰竭的调节作用，本文首先在

将量子型领导、个人组织匹配、情绪衰竭进行数

据标准化的基础上，构建个人组织匹配和情绪

衰竭的乘积项。回归结果表明，个人组织匹配和

情 绪 衰 竭 的 交 互 项 在0.01的 水 平 上 显 著 （M8，

β=0.113，P<0.01），表明情绪衰竭调节了个人组

织匹配和员工工作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说明情绪衰竭的调节作用，分

别检验在高（M+1SD）情绪衰竭和低（M–1SD）

情绪衰竭的情况下，个人组织匹配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作用。由图2可知，相对于低情绪衰竭的

员工，个人组织匹配对高情绪衰竭的员工工作幸福感影响更大，假设5通过验证。

五、  结论和讨论

（一）研究结论

2020年年初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VUCA不确定时代的重要表征，致使企业尤其是中小

企业经营受到较为沉重的打击，疫情不确定性情境下员工工作幸福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

也反过来影响企业的可持续经营。疫情危机之下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在探索如何重振和提升员

工的工作幸福度，从而帮助企业度过疫情难关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引入量子型领导这一与

疫情不确定性特征高度契合的前因变量，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和企业逐渐复工

复产时期收集的企业员工调查有效问卷417份，基于量子型领导视角实证研究其对员工工作幸

福度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疫情不确定性情境下，量子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幸福感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有量子思维的量子型领导能够有效提升员工在不确定情境下的工作幸

福感；个人组织匹配在量子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影响过程中发挥较大程度的中介作用；

作为情境变量的情绪衰竭正向调节个人组织匹配与员工工作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即员工的情

绪衰竭程度越高，其个人组织匹配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影响越大。

（二）理论贡献

本研究对解释疫情不确定性情景下，量子型领导影响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内在机制和情景

条件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续表 4　层级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个人组织匹配 员工工作幸福感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中介变量

个人组织匹配 0.730** 0.554** 0.521** 0.517**

调节变量

情绪衰竭 −0.135** −0.153**

交互项

个人组织匹配×情绪衰竭 0.113**

R2 0.031 0.420 0.049 0.432 0.565 0.610 0.625 0.637
ΔR2 0.031 0.389 0.049 0.383 0.517 0.178 0.015 0.012

F 2.62* 49.5** 4.2** 51.9** 88.8** 91.3** 85.0** 79.5**

　　注：n=417，数据为标准化数值，**表示p<0.01，*表示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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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调节效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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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提出在疫情不确定情境下量子型领导是提升员工工作幸福感的重要前因，拓展了领

导行为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既往的相关研究大多关注的是确定情境下的领导

类型和领导行为，如变革型领导、真实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场景中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谢义忠和吴萍，2017；Rahimnia和Sharifirad，2015），鲜有关注不确定性情景下尤其是类似于新

冠肺炎疫情危机的不确定性情境下，如何诉诸合理合情的领导行为来提升员工的工作幸福感

的问题。而新冠肺炎疫情情境下员工工作幸福感具有新的情景规定性，需要探寻更有效、更合

理的领导行为前因。本研究认为疫情不确定性情景是VUCA时代的重要表征之一，而量子型领

导以其应对不确定性、重建秩序、自度度他、探索求新、连接交互等内在特性与不确定性情境

深度匹配，因此，将量子型领导作为员工工作幸福感影响的前因变量具有较高的合理性。本文

的实证结果表明，量子型领导能够在疫情不确定性情境下有效提升员工的工作幸福感，拓展和

丰富了理论界基于领导风格视角对员工工作幸福感影响的研究。

第二，揭示了疫情不确定性情景下量子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证实了个人

组织匹配的中介效应以及情绪衰竭的调节作用。其一，本文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从个人组织匹

配视角证实了新冠肺炎疫情情境下个人组织匹配在量子型领导与员工工作幸福感之间发挥中

介效应。在证实个人组织匹配对员工的行为有显著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了个人组织匹配

程度高的员工在企业突发困境时更能够保持良好心态并与企业共渡难关。其二，疫情不确定性

情景使得员工个人的收入保障、职业前景堪忧，不同程度地存在情绪衰竭的状态，本文基于资

源保存理论实证了情绪衰竭能够调节个人组织匹配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作用，区别于以往大

多关注员工情绪衰竭前因后果的研究，将情绪衰竭当成调节变量并通过检验，有助于挖掘影响

员工工作幸福感的组织与情境因素，便于构建更为完整的理论模型，为相关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新

思路。

（三）实践启示

第一，倡导企业在不确定性时代培育量子型领导，锤炼、塑造量子型的领导特征，为企业从

量子型领导视角提升员工工作幸福感，从而度过危机并实现可持续经营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员工工作幸福感对组织的生存与可持续性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Spreitzer和Porath，

2012），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证实了量子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幸福度的正向影响，其实践启示在

于为企业培育量子型领导提供理论支持。辛杰（2020）构建了量子型领导的7个维度，在不确定

性情境下可从这7个方面锤炼、塑造量子型的领导特征。（1）重建秩序。当组织陷入危机、外界

环境进入不确定状态时迅速调整，能够驾驭无秩序的环境和事情，化解危机并采取合理的措

施，并且在困境中也乐观积极地找寻合理的解决办法。（2）连接交互。要随时、到位地重新审视

自我并分析组织的外部环境影响，从困局窘境中归零思考，以利于打开更广阔的局面和思路。

领导须有远见卓识，在以不确定为常态的环境中将重建秩序作为常态。（3）自觉觉他。建立基

于“灵商”的自觉觉他能力，摆脱各种自己觉悟的障碍，建立国家、民族、企业的发展共同体，将

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纳入企业的发展战略中来。（4）探索求新。在现有思路的基础上跳出藩

篱，而不墨守成规，拥抱多样性，将差异带进组织，跳出某个情境、建议、策略或问题，无止境地

探究更优的解决方案和多种可能性。（5）和合共赢。不仅要把握不同事物之间的外在共性，更

要透过事物的现象去探寻不同事物之间的内在共性，在有限之中把握无限，预见更宏大的模

式，使得自身从中产生更深层次的潜能。（6）利他包容。具备普度众生的利他之心，重视的是竞

合关系而非零和博弈关系，抛开了一己之私或者以自我视角看问题的局限。（7）赋能无为。强

调去中心化和无边界，给予员工一定的空间和自由度，打破科层制的管理模式，充分倾听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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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音，让员工能够在组织畅所欲言，放手大胆地去创新，将组织变成一个员工成就自我的创

业平台。

第二，疫情不确定情境下的员工工作幸福感有了新的内在规定性，要求企业借“疫情”进行

反思和自我觉醒，塑造量子思维的企业文化观，以此提高员工个人的组织匹配度。此次新冠肺

炎疫情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伤痛，更是阵痛之后的觉醒，领导者对此次事件要放大时空去看，

借此机会在“事儿上磨练”，将修行变成人生的常态，承担起自我责任，让更多人借光走出黑

暗，帮助员工实现圆满的幸福。应把握不确定性日渐增强的时局态势，加强组织内部的价值观

塑造，建设基于量子思维的企业文化理念、制度与落地实施体系，对员工实行面对疫情不确定

性下的价值观宣贯与沟通，使得员工能够高度认同组织的价值观。卓越企业大多是在经历多重

危机后磨砺出来的，社会危机既是危机也是机遇，在危机时期，优秀的企业反而能够汇聚员工

的向心力，众志成城，此时也正是企业家、管理者们重新审视与确定企业价值观和使命感的好

时候，可以此来提高员工与组织的匹配程度。比如，新冠肺炎疫情让广大企业员工深刻体悟了

“命运共同体”的精义，在这个情境下企业深入打造基于“和谐共生”“自他不二”“集体向善”等

核心价值观，将有助于提高员工与组织的匹配程度。

第三，疫情不确定情境下的员工工作幸福感有了新的情景属性，企业应高度关注疫情给员

工带来的恐慌和情绪衰竭现象，并采取措施予以消解。一些优秀企业的做法值得学习，比如，

餐饮业作为遭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行业，不少餐饮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员工被迫失业等问

题，盒马开启了“共享员工”模式，发出“盒马吸纳餐饮员工来培训上班”的声明，并接收了来自

餐饮业近500名共享员工。“共享员工”的行为使企业不仅能够灵活调整企业的用工模式，而且

使员工得到妥善的安排，从而及时破解了餐饮企业的困境，员工的情绪衰竭现象也得到有效的

消解。只有人心稳定，恐慌和情绪衰竭现象得到消解，员工才会在工作中投入足够的精力，实

现更高的工作幸福感。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在样本取样方面，本研究受疫情期间限行影响，采用问卷星进行电子问卷的收集，而未能

进行现场问卷的收集工作。由于面向群体单一，样本量不够大，虽然通过了同源检验，但调研

结果是否具有普适性仍值得进一步探索。未来可扩大样本来源，区分不同时间段和不同调研对

象，选取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领导和员工分别进行跨层次调查研究。在变量选取方面，量子

型领导作为新兴研究领域，相关内涵释义与概念界定有待进一步厘清，本文探索性地选取量子

型领导作为自变量，未来可对量子型领导的影响机制尤其是不确定性情境下的管理问题进行

多方位的实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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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Covid-19 has disrupted the normal work order of enterprises.  Many employees

have  experienced  unprecedented  anxiety，torture  and  challenges  in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resulting  in  a  decrease  in  their  workplace  well-being  and  job  involvement.  Employee

workplace  well-being  is  an  important  standard  for  healthy  organizations.  In  the  epidemic

situation，it  is  necessary  to  resort  to  new  leadership  behaviors  that  can  control  uncertainty  to

improve employee workplace well-being. Based on the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resource

conservation  theory，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quantum  leadership  on  employee

workplace well-being and its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hrough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417 valid

questionnaires  during  the  period  of  resumption  of  work  and  production  in  Covid-19，we  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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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ally，and  the  concep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s  a  tendency  to  generalize  to  state-
supported  enterprises.  As  far  as  China  is  concerned，maintaining  and  implementing  competition

neutral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markets is the product of reforms forced by external

pressures，and it is also an inherent need for China to actively expand opening up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higher-level  open economic system.  China  should make competition

neutrality  the  core  content  of  its  competition  policy，take  into  account  the  construction  of  soft

competition law and hard competition law，and break down the barriers that restrict the common

development  and  fair  competition  of  various  market  entities.  However，when  a  certain  type  of

enterprise  is  the  most  preferred  among  various  carrier  tools  to  achieve  specific  important  value

goals of the country，it can be considered to be exempt from competition neutrality regulations. In

principle，China’s competition neutrality system should be compatible with its own control and

endurance，meet  the  needs  of  maximizing  the  country’s  overall  interests，and  enhance  policy

transparency and procedural legitimacy. The mechanism of bilateral or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nd the anchoring mechanism of deeply embedded and integrated Chinese and foreign economies

may be helpful to control and balance the risks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utrality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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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Quantum leadership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person-organization fit and employee

workplace well-being；person-organization fit partia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ntum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workplace  well-being；emotional  exhaustion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organization  fit  and  employee  workplace  well-being，that  is，when

employees are in higher emotional exhaustion，the impact of person-organization fit on employee

workplace  well-being  is  stronger.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on  how  to  improve

employee workplace well-be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antum leadership under the uncertain

situation  of  epidemic.  It  further  expands  and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the  consequences  of

quantum  leadership  on  the  psychological  influence  mechanism  of  employees，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enterprises to improve employee workplace well-being from the aspects of

cultivating  quantum  leadership，improving  person-organization  fit  and  eliminating  employees’

emotional exhaustion in management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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